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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从中国古代“文学”的语义内涵来看，先秦时代，“文学”指文化典籍；魏晋时期，“文学”指

文章著述，既包含审美性和文学性作品，也包含应用性和非文学性作品。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文体指向

来看，曹丕《典论·论文》、葛洪《抱朴子》、颜之推《颜氏家训》，以及首创《文苑传》的刘宋范晔《后汉

书》、继之为文学家立传的梁萧子显《南齐书》，也一直把应用性文学、非审美性文学视为文学。在他们的

观念里，应用性文体也是注重美感的，只不过美的表现方式和美感来源不同而已。从文学总集和别集的编

录实践来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萧统的《文选》和宋人的《文苑英华》、明清的各种文章总集以及唐

宋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诸家别集，都是将文学性文体和应用性文体兼收并蓄，一视同仁。无论是文学

观念层面还是文学实践层面，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都包含文学性文体和非文学性文体，其边界既具包

容性，又具明确性。金惠敏教授提出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非常切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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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惠敏教授提出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旨在强调文学理论既包含文学性与审美性的文学，

也涵盖非文学性和非审美性的文学，以拓展“文学与非文学、审美与非审美之间的张力空间”[1]4，使

长期以来被审美性的纯文学理论排除在文学之外的实用性、非审美性的文学重新回归文学视域。窃以

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很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实际，是植根于悠久而深厚的中国文

学和文学理论的生态土壤之上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学和文学理论，

既包括文学性与审美性的文学，也从不排斥实用性和非审美性的文学。本文拟从中国古代“文学”的

语义内涵、文学理论的文体指向、文学总集和别集的编录实践三个方面来论述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

论的边界，旨在阐明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一直包含实用性和非审美性的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和文

学理论的边界一直是明确而具体的。

一、中国古代“文学”的含义

“文学”一词，始见于《论语·先进》。文学，是孔门四科之一，所谓“德行：颜渊，闵子骞，冉

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里的“文学”，指文化

典籍。《论语集解义疏》引范宁疏说：“文学，谓善先王典文。”[2]435意思是说孔子门人子游、子夏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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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典籍、学问渊博。可知“文学”一词，原本就包含文学和非文学的典籍在内。

《墨子》 也曾提及“文学”：“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

法。”[3]272墨子的意思是，凡发表谈话，跟写文章的道理一样，不可以不先树立原则标准。他所说的

“文学”，义同文章著述，含义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到汉代，“文学”有多种含义，其中一义，近似于孔门四科的文学，指《诗经》《尚书》等经典。

如《淮南子》卷七《精神训》：“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尝试为之击建

鼓，撞巨钟，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藏《诗》《书》，修文学，而不知至论之旨，则拊盆叩

瓴之徒也。”[4]167这里将“藏诗书，修文学”对举，修文学与修习所藏《诗》《书》的意思相同。班固

《汉书》也有同样的用法，如卷二五说：“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年而秦亡。诸儒生疾秦皇焚《诗》《书》，

诛灭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5]1205这里也是用“文学”指代《诗》《书》等经典。

魏晋时期，进入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意指文章著述，含义与当今的文学创作相同。如《三

国志》卷二所载“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6]88，说魏文帝曹丕喜好文学创作，曾将

所写文学作品自编成集，有上百篇。同书卷二一《王粲传》也说：“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

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

干并见友善。”[6]599两处“文学”，均指文学创作。葛洪《抱朴子》也用“文学”来指著名作家祢衡的诗

文创作：“汉末有祢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举齿过知命，身居九列，文学冠群，少长称誉，名位殊

绝，而友衡于布衣，又表荐之于汉朝，以为宜起家作台郎。”[7]479

当时与“文学”含义相同的概念，还有“文章”“文辞”“文”等。“文章”一词，也是始见于

《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此

处“文章”，与同期的“文学”含义相近，指诗书经典类的知识。《汉书》卷七十五《赞》引用“夫子

之文章可得而闻”，颜师古注说：“谓《易辞文言》及《春秋》之属是。”[5]3195意思是说孔子的“文章”，

指《易》《春秋》之类的经典。

汉代的“文章”，既沿用原来的含义，指《诗》《书》等经典典籍，如《汉书·艺文志》：“至秦患

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5]1701与前引《汉书》所言“秦皇焚《诗》《书》，诛灭文学”含义相同。

王充《论衡》所说“或者憎秦，灭其文章；欲汉兴之，故先受命，以文为瑞也”的“文章”[8]865，含义

也相同。

不过，汉代的“文章”已衍生出新的含义，指文学创作。如《汉书·扬雄传》：“雄从至射熊馆，

还，上《长扬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5]3557此处“文章”，即指文学

作品《长扬赋》。《汉书·地理志》所言“文章”，意思也相同：“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

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

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5]1645此处“文辞”与

“文章”互用，意思也相同。王充《论衡》和刘歆《西京杂记》里也有同样的用法，如：“汉世文章之

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扬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8]1151“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

迟，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矣。”[9]155这里的“文章”，都指

文学创作。

魏晋沿汉代的用法，以“文章”指文学创作，与“文学”同义。《后汉书·王隆传》说王隆“能

文章，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10]2609。所谓“文章”，即指王隆所著诗、赋、铭、书等作品。

又如《晋书·袁宏传》：“宏有逸才，文章绝美，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11]2391绝美的“文章”，

就是指咏史诗等文学作品。《全后汉文》卷九《举隐逸大儒诏》中的“文章”用法也相同：“易称‘天

垂象，圣人则之’。又云‘圣人之情见于辞’。然则文章之作，将以幽赞神明，变畅万物。秦燔诗

书，礼毁乐崩。大汉之兴，拾而弘之。至乎元康、五凤之间，英豪四集，文章焕炳，六经之学，于斯

为盛。”[1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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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辞”和“文章”并用，均指文学，《后汉书》卷七十《孔融传》即有此用法：“魏文帝深好融

文辞，每叹曰：‘杨、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

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10]2279文辞和文章，均指诗颂、碑文、论议等文学创作。

有时也单用“文”来指文学创作，如《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

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6]599诗、赋、

论、议诸文体，都包含在“文”即文学之内。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对此总结说：“周秦时期所谓‘文学’，兼有文章、博学二义：文即

学，学不离。这实是最广义的文学观念，也即是最初期的文学观念。至为两汉，始进一步把‘文’与

‘学’分别而言了。把‘文学’与‘文章’分别而言了。——用单字则‘文’与‘学’不同，用连语

则‘文章’又与‘文学’不同。故汉时所谓‘文学’虽仍含有学术的意义，但所谓‘文’或‘文章’，

便专指词章而言，颇与近人所称‘文学’之意义相近了。汉时有‘文学’、‘文章’之分，实是文学观

念进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关键。迨至魏晋南北朝，于是较两汉更进一步，别‘文学’于其他学术

之外，于是‘文学’一名之含义，始与近人所用者相同。”[13]9

总之，在先秦汉魏六朝时代，人们的文学观念，都是将审美性和应用性、文学性和非文学性的作

品算在文学之内的。正如詹锳《文心雕龙义证》序例所言：“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有什么民族特

点，它首先是以诗文评为主，其中的文这一大类并不限于文学作品，而是包括了大量的不具形象的应

用文字的。”[14]2

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文体指向

“文学”的概念内涵，本来就包含纯文学与杂文学、审美的文学与应用的文学。而从中国古代文

学实践中产生的文学理论又是怎样界定文学的呢？换言之，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是否包含审美性与

应用性文学、纯文学与杂文学呢？回答是肯定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直把应用性文学、非审美性

文学视为文学，从不排斥和轻视。下面来看已进入文学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中的文体

论，看当时的文体论究竟包含了哪些文体。

三国时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较早的文学理论。文中说文章有各种体裁，一位作家很难各

体皆善，所谓“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并评论建安七子王粲、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孔

融于文体既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

楼》《槐赋》《征思》，干之《元猿》《漏卮》《员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

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

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杨、班俦也。”[15]1097很显然，曹丕是将辞赋等审美性

文体和章、表、书、记、论等实用性文体都视为文学大家庭中的成员。他又概括几大文体的审美标准

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

惟通才能备其体。”[15]1097-1098奏议、书论、铭耒都是实用性文体，只有诗赋才是我们今人心目中的审美性

文体。而在当时人心目中，奏议、书论、铭耒都是更重要的文体，也更有益有用于世，更能成就“经

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应用性文体，也是讲审美的，只是美的标准，不单纯是“丽”，也包含

“雅”“理”“实”，即典雅、尚理、真实。古人的审美标准，比今人更多元、更包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不止曹丕注重文体的审美规范，其他并非专谈文学理论的著作，也会讨论文体

问题。如葛洪《抱朴子》多次谈论文体，外篇卷三十二《尚博》说：“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

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7]107“文之体略，

可得闻乎？”[7]108外篇卷四十专设《辞义》，谈论人的才情有长短，写作的文体也各有专长，往往长于此

而短于彼：“夫才有清浊，思有修短，虽并属文，参差万品。或浩漾而不渊潭，或得事情而辞钝，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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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而文工。盖偏长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闇于自料，强欲兼之，违才易务，故不免嗤也。”[7]394-395

文章广博者，未必深刻，言事真切者难免语言生涩，有些文章违背事物常理却文辞工丽。这里虽然没

有明确说到具体的文体，揣其文意，也是将审美的文体和实用的文体兼收并蓄的。“得事情”“违物

理”，应该是就纪实说理的文体而言。而且葛洪主张文体的审美趣味应该多元化，既要欣赏耳目所接

之声色美、形式美，也要能体味说理深邃之智慧美、哲理美。所谓“文章之体，尤难详赏。苟以入耳

为佳，适心为快，鲜知忘味之九成，雅颂之风流也。所谓考盐梅之咸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飘飖之

细巧，蔽于沉深之弘邃也”[7]395；“属笔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则患乎譬烦言冗，申诫广喻，欲弃

而惜，不觉成烦也；其浅者，则患乎妍而无据，证援不给，皮肤鲜泽，而骨鲠迥弱也”[7]399。这“申诫

广喻”“证援不给”，显然也是就论议说理之文而言。

颜之推《颜氏家训》卷四也曾专节讨论《文章》，说：“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

《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

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

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文章之体，标举兴

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16]237-238颜氏讨论的文章，包括诏命策檄、序述论议、歌咏赋颂、祭祀哀

诔、书奏箴铭等。这些文体，除了陶冶性灵的歌咏赋颂属纯文学之外，其他都是实用性文体，这些

文体或“敷显仁义”，或“发明功德”，都能“牧民建国，施用多途”，与曹丕所言“文章经国之大

业”是同一观念。

南朝刘宋范晔《后汉书》创立《文苑传》，首次为文学家立传，反映出范氏自觉的文学意识，而

传中所述，更能体现他的文体意识。卷八十上《杜笃传》说杜笃“所著赋、诔、吊、书、赞、《七

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10]2609；《王隆传》称王隆“著颂、诔、《复神》、《说疾》凡四篇”[10]2610；

《夏恭传》载“恭善为文，著赋、颂、诗、《励学》凡二十篇”[10]2610；《傅毅传》谓“著诗、赋、诔、

颂、祝文、《七激》、连珠凡二十八篇”[10]2613；《黄香传》言“所著赋、笺、奏、书、令凡五篇”[10]2615；

《李尤传》说“所著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10]2616；《葛恭传》著其“文、

赋、碑、诔、书记凡十二篇”[10]2618；《王逸传》录“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10]2618；《崔琦

传》称其“所著赋、颂、铭、诔、箴、吊、论、《九咨》《七言》，凡十五篇”[10]2623；《边韶传》谓“著

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10]2624；卷八十下《张超传》载“著赋、颂、碑文、荐、檄、笺、

书、谒文、嘲，凡十九篇”[10]2652。上述作家传记，共列举诗、赋、颂、碑、诔、吊、笺、令、论、策、

奏、箴、书、记、荐、檄、嘲、谒文、连珠、杂文、祝文等二十一种文体，都属于文学、文章的范

畴。这些文体，有审美性的文体，如诗、赋等，更多的是实用性文体。

梁萧子显的《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传》，也是专为文学家立传。其中说：“文章者，盖情性之风

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17]907“吟咏规范，本之雅什，流分

条散，各以言区。若陈思代马群章，王粲飞鸾诸制，四言之美，前超后绝。少卿离辞，五言才骨，难

与争鹜。桂林湘水，平子之华篇；飞馆玉池，魏文之丽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卿、云巨丽，升堂

冠冕，张、左恢廓，登高不继，赋贵披陈，未或加矣。显宗之述傅毅，简文之摛彦伯，分言制句，多

得颂体。裴頠内侍，元规凤池，子章以来，章表之选。孙绰之碑，嗣伯喈之后；谢庄之诔，起安仁之

尘；颜延杨瓒，自比马督，以多称贵，归庄为允。王襃僮约，束晳发蒙，滑稽之流，亦可奇

玮。”[17]907-908也是将章、制、颂、表、碑、诔等视为蕴思含毫、气韵天成的文章。

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是中古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典范。其文体论，代表着当时对文学

的认识和界定。《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论文体的有二十一篇：《辨骚》《明诗》《乐府》《诠赋》《颂

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

《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占总篇幅的四成多，可见文体论在《文心雕龙》中的地位。除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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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乐府、赋四篇仅论一种文体之外，其他各篇均论述两种或多种文体，共论及三十五种文体。毫无

疑问，在刘勰看来，这三十五种文体都属于文学、文章的范畴。

与刘勰同时而略早的任昉，著有《文章缘起》①，探讨秦汉以来各种文体的起始之作，其所涉文

体，不仅包括了《文心雕龙》所论及的三十五种文体，还包含了五十种刘勰未讨论的文体，共计八十

五种之多。毫无疑问，任昉的文章观念，也是肯定和认同各种文学性和非文学性文体的。

以今人的眼光看，骚、赋、诗、乐府属于审美性的纯文学，其余各体均属应用性的非审美性文

学。其实，在古人看来，上述文体，无论抒情、纪事、说理，都具有应用性和审美性。不然，孔子不

会说诗可以兴观群怨，曹丕也不会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了。

诗骚赋之外的其他被认为非审美性文体，也无不注重美感和审美性，只不过美的表现方式和美感

的来源不同罢了。晋人李充《翰林论》就说：“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

谓成文矣。”[18]1767“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美矣。”[18]1767刘勰《文心雕龙·定势篇》

也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

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

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14]1125赋颂歌诗等文学性文体，固然追

求“清丽”，其他应用性文体，如章表论奏等，同样讲究“远大”“典雅”“弘深”“巧艳”之美。正因

为中国古代众多应用性文体都注重文学性和审美性，所以一视同仁，都被接纳为文学家族的成员。

进入文学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之所以看重文体，执着于区分文体和

文体边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文学创作先要辨体、定体，根据文体的体制特质来确定自己的创作风

格和审美规范。所以，刘勰强调：“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14]1182“才量学

文，宜正体制。”[14]1593创作之前，要根据所要表达的情事理来选择适当的文体，创作出符合文体特点的

作品。创作先要“位体”，批评则需先“观位体”，即考察体式是否合乎规范。《文心雕龙·知音篇》

就说：“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

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14]1853詹锳《文心雕龙义证》卷十解释说：“‘观位体’就是观察‘设情以位

体’做得怎样，看是不是根据思想情感来安排文章的体制，是不是根据体裁明确了规格要求。刘勰以

封禅文为例，提出：‘构位之始，宜明大体，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

文今而不坠于浅。’（《封禅》篇）此即‘位体’之义。”[14]1853

三、文学总集和别集编录的文体

文论家和史学家的文学理论，是从理念形态和观念上阐述对文学的认识和理解，而文学总集和别

集的编纂者则是在实践上体现对文学的理解。他们认为属于文学作品的才收入文学总集和别集，不属

文学的则不收入总集和别集。

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是我国第一部诗文总集，自觉而明确地辨别了文体的边界。其“区判文

体”之功，被萧子显写进《南齐书·文学传论》里 [17]907，也被罗宗强先生许为“其时文体论之集大成

之作”[19]104。惜其书已佚。据学者勾沉，书中收有诗、赋、颂、七、箴、铭、诔、哀辞、设论、碑、图

谶、史述、符命等十三种文体 [20]。在挚虞看来，这十三种文体都属于文章、文学的范畴。

挚虞的这种文体观念，并不仅仅是个人的认识，也代表了当时人共同的文学、文体观念。曹道衡

先生曾指出：“从来的编选者都不可能任意决定他的文学观和选录标准。因为任何人的文学思想都不

① 原书已佚，今存最早之本为元延祐七年（1320）圆沙书院刻《山堂考索》前集卷二十一《文章门》所录《文章缘

起》。参见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修订本），中华书局，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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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吸取和改造前人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具体到总集的编选来说，编选者对前人

众多的作品究竟选录哪些，不选录哪些，这虽然由他的文学观来决定，但他的文学观本身却无法完全

摆脱传统的影响。早在他文学观形成之前，他已从接受传统的过程中形成了某一类作品是好的、某一

类是较差的；某些作品是名篇，某些则不是的想法。”[21]2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实是对汉魏以来文学

实践和批评传统的总结[22]，后来的总集多“继轨”“取则”。《隋书·经籍志》就说：“总集者，以建安

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

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

则焉。”[23]1236

萧统《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也是分体编纂，共分赋、诗、骚、七、诏、册、令、

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难、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

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三十八体。其文体分类

方法，就是取则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今存挚虞所列十三体（实际当不止此数），有十二种都被《文

选》收录，只有“图谶”一体，《文选》未收。其实《文选》里两次提到图谶一词：“且许昌者，乃大

运之攸戾，图谶之所旌。”[24]524“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兴之兆，图谶垂典。”[24]1705或许萧统并不认

为图谶属于文学体裁，所以没有将其单独列为一体。这也表明，《文选》并不是凡文体皆录，而是有

所选择。他认为属于文章之一体的才收录，否则就不予收录。很显然，《文选》也是将文学性文体和

应用性文体兼收并蓄，一视同仁。

北宋李昉等编纂的《文苑英华》，则是继轨《文选》。《四库全书总目》就说：“梁昭明太子撰《文

选》三十卷，迄于梁初。此书所录，则起于梁末，盖即以上续《文选》，其分类编辑，体例亦略相同，

而门目更为繁碎。则后来文体日增，非旧目所能括也。”[25]1691 《文苑英华》也是分赋、诗、歌行、杂

文、诰、诏、策问、策、判、表、笺、状、檄、露布、弹文、移文、启、书、疏、序、论、议、颂、

赞、铭、箴、传、记、谥册、哀册、谥议、诔、碑、志、墓表、行状、祭文等三十八体，文体的排列

顺序，也与《文选》相同，先列文学性和审美性较强的文体，后列应用性文体。文学性文体，赋居

首，诗歌杂文居次；应用性文体，先列用于庙堂的诰诏，最后列追悼类的墓志祭文。文体的次序，也

体现出一种文体等级观念。而《文苑英华》的文学观念与《文选》相同。当然，《文苑英华》的文体

分类，也有增减变化，如增加了歌行，而未录《文选》所列的“七”体，表明歌行一体日益增多，而

“七”体则逐渐式微[26]53。

稍晚于李昉近半个世纪的姚铉编《唐文粹》，纂集“唐贤文章之英粹者”，“得古赋、乐章、歌诗、

赞、颂、碑、铭文、论、箴、议、表、奏、传录、书序，凡为一百卷。”[27]同样也是审美性和应用性文

体一并收录。

南宋吕祖谦编《宋文鉴》，选录北宋诗文，分赋、诗、骚、诏、敕、制、诰、奏疏、表、笺、铭、

颂、序、记、碑、传等六十一体，体现出与《文选》《文苑英华》以来相同的文学观念和文体意识。

真德秀的《文章正宗》，首次用文体功能标准，将各体文章分别归入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

大类[26]53，更鲜明地体现出文学性与应用性一体的文学观。

明清时代的文论家、文选家，也都是坚持同样的文学观念。元苏天爵的《元文类》、明吴讷的《文

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贺复徵的《文章辨体汇选》、清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的

《经史百家杂钞》，收录规模虽有大小之异，文体分类有繁简之别，都无不收录文学性和应用性诗文。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确立了三级分类法，第一级分著述、告语、记载三门，著述门主要为议

论、抒情文体，分论著、辞赋、序跋诸类，属于文学性的文学创作；告语门为公私应用文书，下分诏

令、奏议、书牍、哀祭等类；记载门为史传类叙事文体[26]58。曾氏将文学性（著述门）与应用性（告

语门）文体分开，体现出一种自觉而明确的文体意识。他将二者等量齐观，又体现出古人一直禀承的

大文学观念。用金惠敏教授的表述就是 “无文学的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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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别集收录的文体。先唐作家的别集，大多是后人所辑，唐宋人文集多是同代人所编，最为近

实。如韩愈文集，为其门人李汉所编。朱熹《校昌黎先生集序》说：“长庆四年冬，先生殁。门人陇

西李汉辱知最厚且亲，遂收拾遗文，无所失坠，得赋四、古诗二百一十、联句十一、律诗一百六十、

杂著六十五、书启序九十六、哀辞祭文三十九、碑志七十六、笔砚鳄鱼文三、表状五十二，总七百，

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目为《昌黎先生集》传于代。又有《注论语》十卷传学者，《顺宗实录》五卷

列于史书，不在集中。”[28]由此可知，韩愈诗文集只收赋、诗、书、启、序、哀辞、祭文、碑志、表状

等文体，而不收学术著作《注论语》和史学著作《顺宗实录》。柳宗元《柳河东集》为著名诗人刘禹

锡所编，也是收录诗赋等纯文学和表铭碣诔等应用性文体。

欧阳修晚年亲自编定的《居士集》，仅收录诗、赋、杂文、论、经旨、诏册、碑铭、墓表、行状、

记、序、传、上书、书、策问、祭文等文体及作品，而易学著作《易童子问》、日记《于役志》、目录

学著作《崇文总目叙释》、诗话著作《六一诗话》、金石学著作《集古录跋尾》等都未收录，这表明欧

阳修对文体和非文体、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是有明确区分的。在欧阳修的文学观念中，应用性文体

记、序、传、书、碑铭、墓表、行状、策问、祭文等都属于文学。其他唐宋作家的诗文别集收录的文

体范围也是大同小异。

最有意思的是，北宋人的文集，都不收词作。词在后世，被认为是最正宗的文学作品，甚至把宋

词视为宋代文学的代表，但北宋人却视词为游戏文字，称其“方之曲艺，犹不逮焉”，虽然“文章豪

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29]403。到了南宋，随着词体认识的变化，

词才被认为是跟诗一样的文体，而被收入别集之中，成为文学家族的成员。词不入北宋文集更表明，

宋人的文学、文体意识是十分明确而自觉的，他们认为不属于文学作品的，就不收进诗文别集中，反

之，凡是文学作品，则一概编入。

无论是文学观念层面还是文学实践层面，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都包含文学性文体和非文学

性文体。其边界是包容的，又是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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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emantic connotations of “literature” in ancient China, “literature” referred to the 

cultural classics of the Pre-Qin period, while it denoted written works encompassing aesthetic and literary 

writings as well as practical and non-literary compositions of the Wei and Jin period. In terms of the literary 

genres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practical and non-aesthetic literature had been regarded as part of lit-

erature in some literary works, such as Cao Pi’s Lunwen collected in his book Dianlun, Ge Hong’s Baopuzi, 

Yan Zhitui’s Yanshi Jiaxun, The Book of the Later Han by Fan Ye, who pioneered in writing book of 

biographies of literary figures in the Song period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nd Xiao Zixian’s The Book of 

Southern Qi in the Liang Dynasty, which included the biographies of literary figures. In these writers’ views, 

practical literary forms also emphasized aesthetic perception, though the methods of manifestation and sourc-

es of the perception varied. In terms of literary works general collection and anthology compiling, Zhi Yu’s 

Wenzhang Liubie Ji, Xiao Tong’s Wenxuan, the Song Dynasty’s Wenyuan Yinghua, various general collec-

tion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well as anthologies of the Tang and Song writers like Han Yu, Liu 

Zongyuan, and Ouyang Xiu, included both literary and practical literary genres, treating them all as literature. 

Given literary concepts or practic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encompassed both literary 

and non-literary forms, with inclusive yet distinct boundaries. In this sense, Professor Jin Huimin’s proposi-

tion “Literary Theory without Literature” aptly reflects the realit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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